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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石经题记中唐代社邑首领的几个问题 
 

贾艳红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的社邑首领名称不一，出现较多的有邑主、社官、平正、录事等。从石经题记来看，

平正应为社官之别名，平正与社官非两种社中官职。社官和邑主分别源自两个系统，担任者的身份也有很大差异。

维那在房山社邑中出现次数很少，说明在幽州地区此称谓不甚流行，其地位也与论者的某些说法不完全一致。房

山社邑首领以二人组合为多，还有部分单独出现的，三官组合较少，说明房山社邑首领还没有像唐末五代时期的

敦煌私社那样固定为三官。这与刻经社邑功能单一有关。与东晋南北朝时期佛社相比，房山社邑首领名称由繁杂

多样而趋向集中固定。这些称谓一部分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首领，更多则来自唐代官社和政府官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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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共

收入碑刻和题记 6 800 余条，写刻时间从唐贞观二年

(628 年)到民国时期，跨度长达 1 300 年。其中唐代题

记内容丰富，已有学者利用题记的相关资料对唐代的

社邑问题进行探讨[1−3]，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有待于深

入研究之处尚多，有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讨。本文

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涉及唐代社邑首领的相关

问题略作探讨。 

房山石经题记记载的刻经社邑名称不一，有造石

经邑、造经邑、石经邑、金刚经社、维摩邑等，都是

为刻写石经结成的民间佛社，名异而实同。其中按行

业组成的社邑称某行邑、某行社，如白米行邑(社)、

大彩帛行社，此类社邑共 44 个，刻经题记 145 条；

按地区组成的社邑称某州邑、某县邑、某村邑，如莫

州邑、范阳郡邑、遂城县邑、团柳村邑等，此类社邑

为 72 个，刻经题记 252 条[1]。从社邑称谓来看，此

种佛社以刻写石经为主，结社目的明确，佛事活动比

较单一。 

作为民间自发组织，佛社内都有相关负责人。房

山石经题记中记载的社邑首领名称不一，各社邑首领

的数目也有一些差别，有的社只有 1 个首领，大多数

为 2 至 3 个，少数则多达 9 个。总的趋势是由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繁杂多样向集中固定发展。其中，出现较 

多的有邑主、社官、平正、录事，此外还有邑官、社

长、经邑头、都勾当维那、维那、斋头、邑录、平录

等。下面就与社邑首领相关的问题略陈己见。 

 

一、社官、平正的关系及三官问题 

 

论者认为社官、平正、录事是社邑的头头。 题记

中所见社官、平正、录事，相当于敦煌的三官：社长、

社官、录事[1]。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社官、平正、录

事是否为三官？社官、平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

梳理了房山题记相关材料，觉得社官、平正、录事三

官之说值得商榷。从石经题记来看，平正应为社官之

别名，平正与社官非两种社中官职。房山题记常见社

邑首领基本  为社官、录事，平正、录事，邑主、录

事，皆为两官，如： 

幽州石经邑社官卢庭□(晖)、录事李开(闰)国等卌

七人敬造经一条……建中三年四月八日造。[4](114) 

幽州邑平正卢庭晖、录事(李)闰国合邑五十四人

等敬造。建中四年四月八日上。[4](116) 

幽州贞元四年四月八日石经社官卢(庭)晖、录李

闰(国)合邑人等。[4](120) 

幽州石经邑平正卢庭晖、录事李闰国合邑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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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造石经一条。贞元六年四月八日。[4](129) 

幽州石经邑平正卢庭晖、录事李间(闰)国合邑一

百一十人等敬造。贞元九年四月八日上。[4](131) 

幽州石经社官卢庭晖、录事李闰(国)合邑一百卄

五人等造经一条。贞元十年四月八日上。[4](133) 

幽州市诸行石经社官卢庭晖、录事李闰国合邑一

百一十七人等同造石经一条。贞元十一年四月八    

建。[4](135) 

幽州石经邑社官李闰国、录事武莫顺合邑八十三

人等同造经一条。贞元十三年 四月八日上……[4](138) 

幽州石经邑首领卢庭晖在题记中的称谓变化：建

中三年(782 年)称社官，建中四年(783 年)称平正，贞

元四年(788 年)称社官，贞元六年(790 年)、贞元九年

(793 年)称平正，贞元十年(794 年)、十一年(795 年)、

十三年(797 年)称社官。如果社官、平正为二职，以社

官为正，平正为副，按照一般原则，卢庭晖应该先称

平正，然后晋升为社官。反之亦然。这样我们可以理

解为卢庭晖称谓的变化是由于其在社内职务变动所

致。但在长达 15 年时间里，卢庭晖的称谓一直在社官、

平正二者之间反复变化、交替出现，只能说明二者为

同一社职，称谓不同而已。 

再举一例： 

绢行社官游金应、郭令忠、李大师等造经一条。

天宝六载 四月八日建。社人鲁明赞。[4](87) 

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造经一条。天宝七载 

四月八日上……[4](88) 

范阳郡市大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造经三

条。天宝十载 四月八日上。[4](93) 

范阳郡绢行邑平正游金应合邑人等上经三条。天

宝十二载 四月八日造。[4](98) 

范阳郡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上经一条。天宝十三

载四月八日建。[4](100) 

范阳郡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上经三条。天宝十三

载四月八日建。社人张国钦……供养。[4](100) 

游金应自天宝六载(747 年)至天宝十三载(754 年)

一直担任范阳郡绢行邑社官，题记中天宝六载(747

年)、七载(748 年)、十载(751 年)、十一载(752 年)，

他在邑内称谓皆为社官。天宝十二载(753 年)的三条题

记称平正，天宝十三载(754 年)的三条题记又称社官。

也是社官、平正两种称谓交替出现。亦可证明平正为

社官之别称而与社官非两官。 

就现有资料来看，平正之称仅见于房山题记，在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中没有出现，在唐代其他地区

包括出土资料丰富的敦煌私社中亦不见踪影。在其他

社邑首领都来源清晰的情况下，平正的孤立出现恰恰

从侧面反映了此官的非独立性。社官是此官的正称，

平正是其别称。这应该是根据社官的职责而言的。因

为题记中唐代社邑多达 117 个，其中不少社邑前后延

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如范阳郡白米行社为 13 年，幽州

石经邑、幽州良乡县昌乐乡北陶村邑、涿州范阳县礼

让乡张沈村邑，各为 16 年，归义县石经邑为 29 年，

固安县邑为 30 年，团柳村邑为 57 年[1]。一个自发组

织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一定的社条和纪律约束，

没有社官对社条的执行裁定，是难以想象的。《僧史略》

卷下《结社法集》记载：“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

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

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

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5](250)可

见佛社内一般都有严明的条约。从敦煌私社的管理模

式和社条及三官的职责可以反推，房山石经邑应该也

都定有社条，作为社条的执行者，社官负有监督、惩

罚社众的权利。同时也需要社官“自正正人”[5](242)，

既要自身正直，对他人也要公平。因此称社官为平正，

这是社众对社官的期待和要求。 

另外，自汉至唐，处于政府行政管理末梢的乡里

社会一直处于半自治状态，里有里正、村有村正、祭

祀有社正。《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里及村、坊

皆有正，以司督察。”唐代各州管理僧尼事务者称僧

正。 诸多称谓皆称“正”，有两层含义：一是正己，

自身做好表率作用；二是正人，维护辖区治安，匡正

不法之徒。平正也可能是对里正、村正、社正、僧正

的借鉴与效仿。 

据笔者统计，在 44 个行业性社邑的 145 条刻经

题记中，社官共出现 51 次，平正共出现 18 次。其中

社官、录事二者组合出现 26 次，平正、录事二者组合

出现 10 次。另外就是社官单独出现 33 次，平正单独

出现 5 次，录事单独出现 5 次。没有社官、平正二者

同时出现的记载，也没有社官、平正、录事三者同时

出现的记载。 

在 72 个地区性社邑的 252 条刻经题记中，邑主

出现 75 次，平正出现 46 次，社官出现 16 次。其中

平正、录事二者组合出现 32 次，邑主、录事(邑录、

勾当录)二者组合出现 19 次，社官、录事二者组合出

现 4 次。邑主、平正二者组合出现 5 次，邑主、社官

二者组合出现 1 次。邑主单独出现 46 次，社官单独出

现 11 次，平正单独出现 7 次，录事单独出现 8 次。

没有社官、平正、录事三者同时出现的记载。社官、

平正二者同时出现仅 1 次，为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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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崖村造经邑人平正赵三藏、社官孟洪净合邑人

等同造经一[条]。[4]( 92) 

这是 397 条刻经题记中唯一一条平正、社官同时

出现的记载。在随后出现的同一个社邑，又有这样的

记载：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范阳郡蓟县石崖村邑社官孟

法净等卅二人造经一条。[4](94) 

蓟县石崖村平录孟法净合邑等造经一条。[4](96) 

论者认为孟洪净即孟法净[1]。这两条题记中将社

官称为平录。平录之称在题记中还见于以下几处： 

昌平县造经主平录高元嗣、曹思亮合邑等造经一

条。[4](96) 

天宝十二载二月八日平录郭礼、马超合邑人等上

经二条。[4](96) 

天宝十二载二月八日平录阳八、胡抚合邑人等上

经一条。[4](97) 

这几条中平录是平正与录事的合称，后面对应的

都是两人。平录郭礼、马超指的是录事郭礼、平正马

超。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团柳村石经社录事郭礼、平

正马超合邑等上经一条。[4](94) 

其他社邑也是如此。但蓟县石崖村平录孟法净之

条只出现一人作为整个社邑的代表，省略了其他人。

按照上述几条题记的情况分析，平录孟法净应该为社

邑的平正或者录事。结合第一条中孟洪净的社官之称，

说明孟洪净在社内的职务是社官，同时也称平正。社

官、平正二者之所以同时出现，应该是此社邑有两位

负责人，显示区别而已。 

可见，不论是行业性还是地区性社邑，除了特例，

基本上没有社官、平正同时出现的记载，从侧面也证

明了社官、平正非社邑中两种官职，而是同一官职的

不同称谓。 

从上面统计来看，房山社邑首领以二人组合为多，

还有部分单独出现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三官组合。只

有在僧人担任邑主时，才会出现邑主、平正和录事三

者共同出现的情况，共计 6 次。可见，房山社邑的首

领人数不一，一般是 1 至 2 人，极少量是 3 人。基本

都是社官、录事两官组合，或平正、录事两官组合，

或邑主、录事两者组合。说明房山刻经社邑首领还没

有像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私社那样固定为三官。这主

要是因为刻经社邑是为刻写佛经的需要而自发成立

的，属于民间私社的一种。与传统的以经济和生活互

助为宗旨的民间私社相比，刻经社功能较为单一，因

而内部管理人员设置也相对简单。 

 

二、邑主与社官、录事的源流问题 

 

论者认为，社官又称邑主[1]。虽然社官和邑主都

是房山石经题记中经常出现的社邑首领，但实际上二

者名称不同，分别源自两个系统，担任者的身份也有

很大差异。 

邑主是东晋南北朝佛社中较为多见的首领之一。

如天保十年(559 年)，夏侯显穆等造四面石像铭文拓片

中有“大齐天保……建崇寺邑主夏侯显穆、邑主王绍

业、邑主孙外贵、邑主夏侯景昕、维那、邑子卌人等……

敬造四面石像一区”[6]。在东晋南北朝时期 192 条有

佛社首领的材料中，有 99 条有邑主。邑主源于寺院的

寺主，在佛社中的地位较高，作用也较重要。在有邑

主的佛社内，大多由邑主负总责。如果这个佛社内有

两个以上首领，邑主的题名一般题在其他首领之前[7]。 

唐代地区和跨地区社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东晋

南北朝佛社首领的称谓，邑主出现的频率很高，题记

中邑主出现 75 次。邑主由寺院僧尼担任者居多，高

达 58 次。多数为村邑之主，如良乡县北陶村邑主僧道

一[4](149)、张沈村邑主僧弘披[4](153)、归义县卢僧村邑主

僧净超[4](135)、涞水县楼村造石经邑主僧广演[4](139)、良

乡县观音乡成村石经邑邑主尼常精进[4](136)、范阳县仁

义乡西郭村邑邑主僧道秀[4](141)、范阳县先贤乡阳康村

邑邑主尼照严[4](142)、团柳邑上石经邑主僧智雄[2](107)、

北王邑主智行[4](117)、俄碾庄邑主僧道悟[4](145)；也有乡

邑之主，如加禄乡邑邑主僧会真[2](110)；还有县之邑主，

如固安县邑主僧崇明[4](114)、涿州易县观□寺邑主和尚

道秀[4](137)、(永)清县造石经邑主会福寺僧智果[4](129)、

昌平县石经邑邑主真空[4](92)、归义县石经邑邑主寺僧

志清[4](112)、归义县邑邑主僧谭论[4](121)；郡之邑主如文

文(安)郡邑邑主比丘僧慧远[4](93)；州之邑主，如易州石

经邑邑主僧道秀[4](142)。除了一村、一乡、一县结社造

经外，还有多村、多乡、多县联合结社造经者，也由

僧人担任邑主之职。如诸村邑主僧宝光[4](123)、幽州良

乡县交道等村邑主尼照空[4](152)，归义县清平白沟等乡

邑主僧谈论 [4](138)，蓟县安次、幽都三界邑主僧道    

悟[4](147)。有的僧人还同时担任几个社邑邑主，如僧道

一在贞元十四年(798 年)到元和六年(811 年)分别担任

良乡县北陶村邑主[2](141)和长社邑主[4](156)。僧广演在贞

元年间担任涞水县楼村造石经邑主[2](132)，也是涞水坊

市邑邑主[4](147)和涞水县邑邑主[4](151)。 

这些担任邑主的僧尼或以他们所在寺院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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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个人身份组织社邑，并在造经过程中起号召和指

导作用。 

天宝□□二月八日昌平县石经□(邑)主真空寺上

座僧实际、平正曹思亮。[4](91) 

昌平县石经邑主真空寺上座僧实际、平正曹思亮、

录事雍璡合邑人等供养。[4](95) 

经主归义县白狼寺主道谦、郭珣……[贞元]年二

月八日上。[4](130) 

上座、寺主、都维那为寺院“三纲”，“以行业高

者充”[8](1831)。三纲是寺院的主要负责人，上座、寺主

担任邑主，说明上述社邑应该是由寺院组织、信众参

加的团体。 

奉为常侍敬造石经一条    邑主沙门克存、沙门

绍明、真应寺沙门明图、沙门令可、崇孝寺沙门自宽、

沙门昌逊。[4]( 282) 

这是由不同寺院僧人以个人身份组织和参加的刻

经社邑，全部由僧人组成。 

绝大多数则是僧人以个人身份组织社邑，社邑成

员由僧俗二众组成，如： 

……邑主云居寺僧净超、平正染英宾、录事史子

朝、王子良、王子崇……[4](135) 

涿州范阳县仁义乡西郭村邑主僧道秀、僧凝寂、

僧常宽、僧法恒、尼净智、录事王子进、郭怀璧、      

李令章、王仙芝、郭惟休、高元休、杨恬、郭令    

超……[4](136) 

蓟县、安次、幽都三界内共造石经二条。邑主僧

道悟、邑人石幼玉、李进晅、马希光、徐昌瑶、董超子、

张彦光、张如冰、娇奉翼、宋四德、张介希、……[4](147) 

涿州范阳县先贤乡阳康村邑主尼照严、崇佺、阳

景璇、张庭晖……宝灯、净意、循因、善德……[4] (142) 

邑主以其佛学背景和僧尼身份负责发动、组织社

邑，指导刻经。从题记材料可以看出，乡村社邑中由

僧人担任邑主的比例最高，说明佛教寺院或僧尼个人

对乡镇村落的影响和渗透性更强。乡村更多地继承和

延续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社的传统。 

而在行业性社邑 145 条题记中，邑主仅出现 1 次，

社官出现 51 次，平正出现 18 次。社官(平正)皆由各

行内部人员担任，与地区性社邑邑主出现最多且多由

僧人担任形成鲜明对比。可能是因为行业性经社主要

集中于城市，更多接受的是来自地方政府和官社的  

影响。 

社官、录事则来源于官社系统和政府行政系统。

社祠制度由来已久。其中与民间百姓关系密切的是乡

里之社，是承袭先秦大夫以下“成群立社”[9](168)发展

而来，属于最基层之官社，汉代由里正(社正)主持祠

祀。东晋以后称社官。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五记载

“不用药法疗㿗必差方”，让病人把皁荚刺 100 个“分

合社人，社官、三老已下，各付一针”。《太平广记》

卷一百三十四载隋大业八年(612 年)，宜州城东南里皇

甫家兄弟 4 人，二弟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死后托

生其家为猪。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其“兄赍钱

诣社官，收赎之”[10](953−954)。《启颜录》有“千字文

语乞社”，首句即是“敬白社官三老等”[10](1957)。三老

是秦汉以来掌教化的地方社会领袖，其选择标准是“年

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11](33)。三老不是正

式的国家官吏，属于“非吏而得与吏比者”[12](1431)，

但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社官、三老是乡

里社祭和乡民教化的负责人，二者并称，说明这里的

社官所在之社是指官社而非政府屡屡禁断的私社。唐

代武则天时期在全国范围推行官社制度，“每村立社

官，仍置平直老三员”[13](92)。这种官社之制在敦煌大

谷文书 2838 号中也有反映，对“耕耘最少”的一些乡

的“社官、村正……各决贰拾”[14] (第二辑 331)。武则天时

期的改制，每村设立社官，除了专职祭社之外，还负

责其他事务，成了真正的基层行政负责人。所有居民

都被纳入官社之中，都是官社的成员。官社是由官府

自上而下设立的，并不征求百姓的同意，与民间结社

的自愿加入原则毫无共同之处[15]。社官成为基层行政

负责人。民间私社中的负责人社官即是对地方基层组

织机构中社官的借鉴与效仿。 

社邑中的录事也是取自唐朝政府部门掌管“受事

发辰，检勾稽失”[16]( 753)的录事一职。 

在唐朝，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录事在各级政府机

构中设置非常普遍。中央门下省录事 4 人，从七品上。

御史台录事 2 人，从九品下。九寺中皆设有录事，太

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

太府寺各设 2 人，卫尉寺、宗正寺各设 1 人。五监中

少府监、匠作监各设 2 人，国子监设 1 人。另外，军

事机构中左右卫、左右金吾卫以及太子府、亲王府、

公主邑司等皆设录事 1 人，从九品上。中央机构录事

的主要职掌是“受事发辰”[8](1879)。地方机构据《唐六

典》载：上州，录事 2 人，从九品上。中州、下州，

录事 1 人，从九品下。京兆、太原、河南诸县及诸州

上县，录事 2 人。诸州中县及下县，录事 1 人[16](745−753)。

王永兴先生据《旧唐书》对县级机构录事人数进行过

统计:“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有县千五百七十有三，每

县勾官二人，一为主簿，一为录事，共有录事一五    

七三人，加天下诸镇诸关估计录事百人，共一六七三

人。”[17](33)地方录事职能“掌受事发辰，检勾稽失”。

其主要职能一是受事发辰，即受理各种文案卷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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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勾检稽失，即检查稽失。《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

云:“检、勾之官，同下从之罪。”疏议曰:“检者，谓

发辰检稽失，诸司录事之类。”[18](399)“凡文案既成，

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      

库。”[16](11)文案经过录事的受理和检查稽失，然后才

能上行和下行，此为必要程序，可以避免失误，维护

政府行政的正常运行。 

各级录事虽然品级很低或没有品级，却是各级政

府机构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环节，设置也非常普遍，

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因而在民间自发组织的佛社中，

也借鉴了官方机构中录事的名称和职能。从敦煌民间

私社录事的职能来看，二者具有一定相似性。 

录事也称邑录、勾当录、当邑录，大部分由在家

信徒担任，也有少数僧尼担任的，如： 

幽州良乡县交道等村 造经一条。 邑主尼照空、

勾当录僧恒信、平正王普国、卢庭嵒等一百     

人……[4](152) 

石经邑邑主惠昭、平正大慈、绿(录)事修德、净

住、什善……卫大娘、大行……[4](100) 

有的社邑录事在题记中名字放在社官之前，如： 

清菀县石经主录事染什六、妻许、平正王盆生、

妻张、王元贞、妻张、王毛仁、妻菀、王□□□□刘

知璧、母成、傅待贤、妻菀。[4](88) 

这是一个由几对夫妻及一对母子组成的小型社

邑。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团柳村石经社录事郭礼、平

正马超合邑等上经一条。[4](94)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文安郡石经社录事邢琼昌、

(社)官孙皎倩合邑二百人等造经八条平□□□。[4](94) 

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文安郡石经邑社官孙(皎)

倩、录事邢(琼)昌合邑二百人等造经八条。[4](94) 

说明民间自发组织中的负责人不像政府官员那样

等级森严、尊卑分明，题记中名称排列顺序也有一定

随意性。 

社邑中社官(平正)与录事基本是正副首领。敦煌

的社长、社官、录事三官是由众人推选，称之为“众

请社长”“众请社官”“请录事”。一般来说，“老者，

请为社长，须制不律之徒。次者，充为社官，但是事

当其理。更拣无明厚德，智有先诚，切齿严凝，请为

录事。凡为事理，一定至终。只取三官获裁，不许众

社紊乱”[14](第一辑 281)。社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处

罚违反社条之徒。社官辅佐社长，社录处理社内具体

事务。从敦煌私社三官产生的方式及职责反推，房山

社邑首领也应是由邑人选举产生的。社官属于社中德

高望重具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号召力的人员。如果社官

因各种原因离职，继任社官仍由选举产生，而且往往

是录事被选为社官。如： 

涿州椒笋行石经邑平正丁景暉、录事魏□□□□

李万金、陶光嗣、……贞元元年四月八日上……[4](118) 

涿州邑人平正丁景暉、录事□□□□□□□王华、

李万金、陶(光)嗣……贞元二年四月八日……[4](119) 

涿州市杂货行邑人陶光嗣、录事魏庭光、王再

思……贞元五年四月八日上。[4](122) 

涿州市杂货行邑人陶光嗣、录事魏庭光、张庄……

韩(士)堪……贞元六年四月八日上。[4](124) 

涿州杂货行邑人陶光嗣、平正魏庭光、录事韩(士)

堪……贞元七年四月八日上。[4](126) 

涿州石经邑杂货行陶光嗣、平正魏庭光、录事韩

士堪……合邑卅三人等造经一条。贞元八年四月八日

上。[4](128) 

□□□杂货行社官魏(庭)光、录事韩(士)堪、吕

诲……陶光嗣……贞元十一年四月八日上。[4](134) 

涿州杂货行魏庭光在贞元元年(785 年)至六年

(790 年)为录事，贞元七年(791 年)被选为平正，任职

至贞元十一年(795 年)。再如：团柳邑社张庭昭在大历

十三年(778 年)至建中二年(781 年)为录事[4](113)，贞元

七年被选为平正[4](127)，至元和元年(806 年)[4](53)。幽州

石经邑自建中三年(782 年) 即由卢庭晖任平正、李闰

国任录事[4](114)，贞元十三年(797 年)，录事李闰国在

任职 13 年后被选为社官[4](138)，可能此时卢庭晖已经

年老力不从心或者已去世。可见，社官在选举时一般

都由录事自然递补，笔者没有见到由平正进为社官的

记载。 

 

三、维那在房山题记中的地位问题 

 

维那，或称“维那头”“都维那”，本是僧官，属

于寺院三纲之一，从南北朝时起就广泛用作佛教社邑

首领的称呼。在搜集到的 192 条有关佛社首领的材料

中，有维那(包括都维那等)的达 132 个，接近总数的

70%，但大多都是社邑的副首领。论者认为唐代的情

况有所变化，这时的维那是指社邑的正首领，而“副

维那头”才是社邑的副首领[7]。就房山石经题记中出

现的情况看，似乎与上述说法不完全一致。 

在与社邑相关的 397 条房山石经题记中，社邑负

责人主要是邑主、社官(平正)，每社正副首领以 2 至 3

人为多。东晋南北朝佛社中流行最广的都维那、维那

在房山石经题记社邑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一共 9 条。

说明这两个名称在这里使用并不普遍。而且这 9 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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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社邑首领名称各异，有邑主、都维那、维那组合；

维那头、维那组合；都维那、维那组合等。社邑首领

人数从一二人到八九人不等，应视为魏晋南北朝佛社

的残余形式。 

按照题记排名惯例，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做法是

把社邑负责人社官(平正)或邑主排在首位，录事第二

位，然后是邑人，按次序排列。如此则维那在社邑中

的地位通过排名基本就可以判定，如： 

莫州诸县石经邑人等，邑主甄再兴、都维那符豫

真、维那孙暹寂、维那王弘□、维那刘如真、维那柳

通寂、邑官程朝寂、邑官崔如道、邑官张荣寂、邑人

傅晖寂、逢庭 。开成元年四月八日上。[4](171) 

此条属于莫州诸县联合刻经，是在各县社邑的基

础上形成的。邑主甄再兴是总负责人，都维那符豫真、

维那孙暹寂、维那王弘□、维那刘如真、维那柳通寂、

邑官程朝寂、邑官崔如道、邑官张荣寂等均应为副职。

这里的都维那符豫真此前还出现 3 条记载： 

元和十三年悆上十四年经一条  邑人符裕(豫)

真、郑希倩、郑太冲。[4](158) 

先欠元和十二年经一条，去十四年上讫。 邑见人

符豫真、郑希倩等二人举上经一条。[4](159) 

元和十四年四月廿日莫州邑人符豫真、郑希倩等

二人举上经一条。[4](160) 

在莫州社邑中，符豫真、郑希倩是相关负责人，

但他们的名字前只有“邑人”，而没有“都维那”之称。

说明莫州社邑负责人平时的称谓不是“都维那”。 

□□□蓟县界檀州卫市□□□□编门外两店添石

经□□□□也。邑主座上僧全礼，□□道场僧自

表，……邑人郑文洁……都维那刘德雄、妻曹氏、男

广晟、弟广荣……维那唐再弘……维那侯琼    

璋……[4](184) 

□□高□□□□□□□……刘庭芳、吉五娘……

□□□□□……维那李翰、李希望……[4](118) 

女三娘、□□□□女卄一娘、卄二娘、卄四娘……

霍处温、女弟子霍氏、弟子维那张元爽……[4](177) 

第一条应是两店联合刻经，负责人是邑主座上僧

全礼。3 条中都维那、维那与邑人、施主名字混刻在

一起，看不出身份上的区别。即使有区别，也应是副

首领。 

维那头窦全真、衙前将游弘宝、节度驱使官王良

遂……随使兵马使贾景存、维那刘加兴、范玄操 

……[4](183−184) 

都维那王德用，周行爽、王公伦、吕存质……都

维那杜季则、马贞戍……维那窦全真、黄太约……维

那曹行约、孟全景……维那郑建方……都维那刘元扈、

刘存让……维那男唐仁抣、施主康公直等……都维那

侯克忠、崔全楚……[4](182) 

第一条中放在首位的维那头窦全真在第二条中放

在了名单中间部位，称谓由维那头变成了维那。至少

在第二条中，维那窦全真不是社邑正首领。第二条中

都维那王德用放在首位，而都维那杜季则、都维那刘

元扈、都维那侯克忠及各维那等皆放在中间部位，应

该是社邑的小首领。 

经主固安县邑人都勾当维那□□□翰、刘朝□

□……邑主僧法明……[4](116) 

邑主虽没有放在首位，但按照房山题记的一般情

况和规律，邑主应为负责人。 

莫州邑人等奉为亡人于石经山镌《大般若经》第

五百九卷。 去乾宁元年 四月八日□上山石室[记]邑

录常凌记    都勾当维那赵行简、都勾当维那高□礼、

□□□、维那马建曈、□□□□□。[4](185) 

中和二年四月八日，维那药仁敬、颜士建……奉

为王，普愿法界有情同沾此福，敬造经条。[4](180) 

第一条中邑录常凌负责记录，名字放在首位。都

勾当维那赵行简、高□礼应该是社邑负责人。第二条

中维那药仁敬应为社邑负责人。 

另有 2 条题记中也出现维那和都维那，但都是寺

院僧官而非社邑首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总的来看，维那在房山社邑中出现次数较少，说

明在幽州地区此称谓不甚流行。其职责 4 条为负责人，

5 条为副职，与论者的“唐代维那都是指社邑正首领”

的说法不完全一致，而作为社邑副首领的“副维那头”

在房山题记中未曾出现。 

与东晋南北朝时期佛社首领相比，房山社邑社首

领最突出的变化是首领名称由繁杂多样而趋向集中固

定。虽然不同佛社首领称谓也略有差异，但基本固定

为邑主、社官(平正)、录事等几个较为重要的名称。

这些称谓一部分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首领，更

多的则来自唐代官社和政府官职的影响。由于结社职

能的单一，邑社首领一般以邑主、录事或社官(平正)、

录事二职配合较为常见，尚未像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

私社那样固定为“三官”。 

 
参考文献： 
 
[1] 唐耕耦 . 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 [J]. 文献 , 1989(1): 

74−106. 

[2] 梁丰. 从房山石经题记看唐代的邑社组织[J]. 中国历史博物

馆馆刊, 1987(00): 67−70+76. 

[3] 刘琴丽. 唐代幽州军人与佛教——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为

中心[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6): 24−32+194.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2 期 

 

170

 

[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 房山石经

题记汇编[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5] 大正藏[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6] 韩自强 . 安徽亳县咸平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碑 [J]. 文物 , 

1980(9): 56−64. 

[7] 郝春文. 东晋南北朝佛社首领考略[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91(3): 49−58. 

[8]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 中华书局编辑部 . 汉魏古注十三经[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8. 

[10] 李昉 , 吕文仲 , 扈蒙 , 等 .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61.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3] 刘餗, 张鷟. 隋唐嘉话·朝野佥载[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4] 唐耕耦, 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义献真迹释录[M]. 北京: 书

目文献出版社, 1986. 

[15] 孟宪实. 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

报, 2001(1): 25−30. 

[16] 李林甫, 等.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7] 王永兴. 唐勾检制度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8] 长孙无忌, 等. 唐律疏议[M]. 刘俊文点校. 北京: 法律出版

社, 1999.  

 

 

 

Problems of the Sheyi leader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Notes on Fangshan Stone Inscription 

 

JIA Yanh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re appear different names in the records of Notes on Fangshan Stone Inscription, among which most 

frequently-appearing ones are Yizhu, Sheguan Pingzheng, and Lushi. Judging from Stone Inscription, Pingzheng should 

be another name for Sheguan, which means that the two are not official positions. Sheguan and Yizhu derived from two 

different systems,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two holders are quite different. Weina, however, appears least frequently., 

which shows that this address was not popular in the area of Youzhou and that the holder's identity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some theorists' statement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Fangshan Sheyi were not as fixedly set of three-member 

leadership as it was in Sishe of Dunhuang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ingularity of the functions of Sheyi. Compared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names of the leaders of Fangshan Sheyi tended to be concentrated and fixed. Some of the 

titles come from Buddhist leader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hile more 

from the influence of Guansh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posi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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